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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識字的認知與神經基礎 
 

李佳穎 
台灣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識字的歷程，基本上是在學習語音與文字之間的對應關係，或者說是學

習如何將使用視覺的文字符號來表示語音，這個歷程又可被稱之為語音

編碼。然而不同文字系統的表音透明度不一，也影響了讀者建立形音對

應的層次與掌握的速度。本文透過跨語言研究的文獻回顧，探討中文閱

讀習得歷程中，如何建立有效的形音對應。文獻指出中文形聲字的唸名

表現，也有類似拼音文字研究中的一致性效果。亦即，音旁表音不一致

的形聲字的唸名速度比音旁表音一致的字來得慢，正確率也比較低，並

在左大腦下額葉，下頂葉，以及枕葉與顳葉交界處等大腦區域顯示較大

的活化。此外，電生理的研究更發現有三個在時序以及認知功能上不同

的成分，N170, P200 與 N400 與中文字的形音轉換有關係，這些證據支

持聲旁表音一致性的計算，從最早期的知覺特徵分析，到後期的語音與

語意競爭，皆有涉入。更重要的是，聲旁表音一致性效果只有在該聲旁

有很多的鄰項字時最為明顯。這些成果支持統計學習理論，也就是隨著

字彙量的增加，讀者可以逐漸掌握中文形音義之間的統計對應關係或並

發展出音旁覺識的後設語言知識。 

關鍵詞：一致性、規則性、事件誘發電位、功能性磁振造影、閱讀習得 



64 李佳穎 

閱讀並非與生俱來的能力。嬰兒由聽到說，首先建立的是口語的能

力與口語的心理詞彙表徵。而閱讀能力的習得，是學著將特定的視覺符

號（文字表徵）與既有的口語語音表徵與語意表徵產生連結。例如，學

會「狗」這個字形表徵所指涉的意義，事先將其字形與「狗」的字音/gou3/

產生連結，接著才學會「狗」這個字形，就是「狗」的音所指涉的一種

兩個耳朵四條腿還會汪汪叫的動物。也就是說，閱讀能力的獲得，一開

始必須先藉助既有的語音與語意連結的媒介，而這樣的形→音→義的連

結，藉由不斷的反覆關連之後，一個熟練的讀者，最後可能可以直接由

視覺的文字表徵直接提取其語意。因此，閱讀能力的習得就是在學習如

何將視覺的文字符號與先前已經建立的口語詞彙對應起來，進而透過語

音表徵的媒介觸接到語意的過程。使文字符號和語音產生對應的過程被

稱為語音編碼（phonological decoding）。精熟這個字形與字音對應的

關係，可以讓讀者在碰到沒經驗過的字詞時，仍可透過語音編碼的方式

獲得該字的讀音，進而透過語音的媒介猜測其意義。透過此模式，讀者

得以大量的增進字彙能力，因此語音編碼的能力對於閱讀的學習有很大

的影響。 

然而，並不是每個孩子都可以順利的學會閱讀這項技能。根據

DSM-IV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發展性閱讀障礙（developmental 

dsylexia）屬於學習障礙（learning disorder）的一種，其定義為：（一）

在有關閱讀正確性及理解程度的標準化個人測驗中，閱讀表現顯著低於

預期應有的程度。此預期乃衡量此人生理年齡、測量得到的智能，以及

與年齡相稱的教育而判定。（二）準則一之障礙顯著妨害其學業成就或

日常生活需要閱讀能力的活動。（三）若有一種感覺能力缺陷，此閱讀

困難也遠超過此缺陷通常影響所及。多數研究亦指出，有閱讀障礙的孩

子在表徵、儲存或操弄語音的訊息上特別有困難，支持了所謂的語音缺

陷假說（phonological deficit hypothesis）。也就是說，倘若在表徵或使

用語音的訊息上有問題，也不可避免的將導致閱讀能力習得上的困難

（Bradley & Bryant, 1983; Bryant & Bradley, 1985）。然而不同的文字系

統各有其特性，尤其對中文這種非拼音文字而言，語音編碼是否仍在閱

讀習得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假如答案是肯定的，有效中文的形音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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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發生在哪個層次上？在閱讀習得的過程中如何被建立，都是重要且必

須回答的問題。本文嘗試由跨語言之閱讀習得共通性的觀點，希望能針

對這些問題提出一些看法與證據。 

心理語言的紋理理論（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世界上存在各種不同的書寫系統，每個系統各有其特性。以拼音文

字來說，最小的發音單位被稱為音素（phoneme），對應到音素的最小

書寫文字單位則被稱之為形素（grapheme）。基本上，學會唸拼音文字

可透過形素與音素的對應規則來達成。然而不同文字系統的書寫單位和

語音之間具有不同程度的系統性對應關係。例如在芬蘭文的書寫系統

中，一共只有 24 個形素，分別對應到 24 個音素，其形素與音素之間具

有穩定的對應關係，因此芬蘭的孩子只需要很短的時間就可以掌握這個

語言的形音對應關係，遇到新字也可以順利的掌握其讀音，進而透過原

本已存在之口語詞彙語音表徵的媒介提取其意義。其他諸如德文或義大

利文的形素與音素的對應也相對固定，這類語言被稱之為表音透明度高

的文字系統。然而如英文或丹麥文，一個形素可以對應到多種音素（例

如：a 在 garden, have, ball 中對應三種不同的音素），或者是一個音素

可以有不同的形素來表示（例如：/e/可能是 a 或 e），因此大幅增加了

解決形素與音素對應問題的難度，因此被稱之為表音不透明的文字系

統。 

Ziegler & Goswami（2005）提出了一個心理語言的紋理理論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以下簡稱為 PGST），認為可用來

解釋不同文字特性下的閱讀習得歷程。這個理論認為，在習得文字系統

之前，其實不管哪個語言，語音的表徵系統就已經先存在了。而語音的

內在結構由大到小可分為五個層次 :音節（ syllables）、韻 –聲

（onset-rime）、韻核心–韻尾（nucleus-coda）、音素（phoneme）、語

音（phone，在語音的連續向度上最小的區分單位）。孩童在習得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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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之前，可能已經具有覺知某些較大的語音單位（例如音節，或是韻

尾）的能力，而對於更小的語音單位的覺知，則需要在學習文字系統之

後，才能慢慢發展出來。Treiman & Zukowski（1991）比較學前、幼稚

園及學齡兒童音節、聲韻及音素覺識的能力，發現學前及幼稚園兒童音

節覺識的正確率高於聲韻，聲韻覺識又高於音素覺識的結果。Carroll, 

Snowling, Hulme, & Stevenson（2003）追蹤一群平均 3 歲 10 個月未上幼

稚園的孩童在 4 個月、8 個月後的音節和音素能力發展，也有類似的結

果。其結果發現這群孩子在音節的覺識能力在未學習閱讀之前就已具

備，而且音節韻尾的覺識發展比音素覺識早。這些研究看到在拼音文字

中聲韻覺識的學習似乎有著階層性的關係，音節的覺識能力最先發展出

來，而音素覺識的能力，要在開始學習文字之後，才有顯著的進步。此

外，許多研究證據也支持在學習不同的文字系統時，在掌握字形與字音

的對應的層次及其發展速度，會受到不同文字系統表音透明度的影響

（Goswami, Ziegler, & Richardson, 2005; Seymour, Aro, & Erskine, 2003; 

Ziegler & Goswami, 2005）。以芬蘭文或西班牙文為例，其音節結構相

當簡單，對多數的詞而言，音首與韻尾等同於音素，孩童所經驗的語彙

中，相同的字母總是對應到相同的音素，因此很容易掌握形素與音素的

對應原則。相反的，由於英文的形音對應較不規則，因此英文的讀者需

要較久的時間掌握形素與音素的對應關係。亦即，文字的表音透明度，

對學習該語言建立有效語音編碼（形音對應原則）的層次，以及掌握該

對應原則的速度皆有影響。 

中文的閱讀習得 

根據 PGST，不管學習哪一種文字系統，初學者透過語言經驗的累

積，應可發展出符合該文字系統最有效的字形字音對應原則。而何謂有

效的對應，則視各種文字系統的特性而定。以英文為例，其形素與音素

的對應並不規則，但在音首（onset）與韻尾（rime）的對應層次上（例

如，“-ake” in cake, take, fake, lake, make 等），似乎可以得到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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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線索。然而中文字被歸類為表意文字（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

每個字由部件組合而成，而部件又由筆畫組成。在中文字的結構中並沒

有形素這個單位的存在，或者說中文字的筆順或部件並沒有辦法讓我們

拼出一個中文字的讀音出來。直觀的看法認為，中文字必須藉由一字一

音之配對記憶的方式來加以學習。再則，現在漢語中大約有 5,000 個字

共用 420 個不同的音節，平均的同音密度約為每個音節可以對應到 11

個不同的字。舉例來說:「依」、「壹」、「一」、「醫」這些外形上

不相似的字都唸 /yi1/。同音字的問題，使得區辨字形有關的視覺處理能

力似乎在中文閱讀中扮演關鍵角色，而聲韻覺識的能力則顯得相對不重

要（Huang & Hanley, 1995）。因此，在閱讀障礙的研究中，也曾有研

究者認為，假如閱讀障礙的主要問題是語音缺陷，那麼由於學習中文主

要透過字形中直達字義，不需分析字音，因此使用中文的讀者，應該不

會有閱讀障礙的問題（Rozin, Poritsky, & Sotsky, 1971）。然而一些跨語

言的研究指出，不管是學習哪個文字系統，都存在著閱讀障礙的問題，

其盛行率大約都是 7%上下（Stevenson, Stigler, Lee, Lucker, Kitamura, & 

Hsu, 1982）。不同的語言文字有其特性上的差異，但跨語言的閱讀習得

似乎具有共通的認知學習歷程。因此在不同語言背景下，有閱讀困難的

孩子在比例上，並沒有因為表音透明度而有太大的增減，而主要差別在

於發生不同形式的閱讀困難上。 

在中文的部分，過去有研究支持中文的閱讀障礙與視覺空間的分析

缺陷有關（Huang & Hanley, 1995; Siok, Perfetti, Jin, & Tan, 2004; Siok, 

Spinks, Jin, & Tan, 2009; Tan, Spinks, Eden, Perfetti, & Siok, 2005），但

也有相當多的研究指出中文學童的閱讀能力也和語音覺識能力有關

（Ho & Bryant, 1997a, 1997b; McBride-Chang & Kail, 2002; Shu, Peng, & 

McBride-Chang, 2008; Siok & Fletcher, 2001）。Ho & Bryant（1997a） 

在香港一個對三至七歲兒童的縱貫性研究中，分別測量三、四歲兒童視

知覺、韻、聲調的覺識能力和記憶抽像圖畫的能力，再追蹤這些孩子上

幼稚園及小學以後閱讀中文真字、假字、單音節、雙音節字詞的能力。

結果發現四歲時的韻和聲調覺識能力，可預測上小學以後的真字與假字

閱讀的能力。Siok & Fletcher（2001）在北京的長期研究中也發現，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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韻和聲調的覺識能力可以預測國小二年級和五年級時單字及詞彙閱讀

的能力。以台灣學童為主的研究結果，同樣看到聲韻覺識與中文閱讀有

高相關（李俊仁、柯華葳，2009）。黃秀霜、莊欣蓉（1997）對國小二

年級的閱讀障礙及一般學童進行聲韻覺識的測驗，發現閱讀障礙組在聲

調、音素及中文字的聲韻覺識能力上表現比一般學童差，而且音素和聲

調的能力可預測閱讀障礙組的閱讀能力。Goswami 等人近期的跨語言研

究指出，調幅震盪起始時間（amplitude envelope onset）是決定語音韻

律（speech rhythm）與重音（stress）的重要因素（Goswami et al., 2010）。

學習西班牙文、英文，以及中文三種不同表音透明度語言的閱讀障礙與

一般孩童，從他們對調幅震盪起始時間的聽覺辨識能力，可有效的預測

其閱讀表現。這些研究證據顯示，不管是聲韻覺識能力，或是更基礎的

與語音覺識相關的聽辨能力，對於中文這種非拼音文字的閱讀能力發展

上同樣具有預測力。雖然漢字的特性與拼音文字有鮮明的對比，但在閱

讀能力的習得上面，卻有著一些共通的原則。假如學習中文也是在解決

字形與字音對應的問題，那麼這個對應關係究竟置於哪個層次上，以

及，哪些語音內在單位的覺知對於中文閱讀能力的習得扮演重要的角

色，跨語言文字學習的共同原則為何，都值得深入探究。 

中文的形音對應原則 

就文字發展的角度來看，漢字最早的形式以象形與會意為主。但並

不是所有的語意概念都可被具象化，利用象形或會意來表達意義的文字

有其限制，因此逐漸發展出兼具讀音與語意線索的形聲字。DeFrancis

（1989）指出形聲字佔所有文字的比例，由商代的 34%，到漢代《說文

解字》中的 82%，到清代《康熙字典》中的 97%，不斷增多，使得文

字與口語的關係更加密切。中文的形聲字包含聲旁與意旁兩個部件。例

如：「媽」是由「女」和「馬」所組成的，「女」這個意旁表示「媽」

這個字跟女性是有關係的，而「馬」則是提供「媽」這個字的相關發音

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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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中已經累積了相當多的證據支持漢字的聲旁與意旁可影響漢

字辨識的證據（Ding, Peng, & Taft, 2004; Lee et al., 2004; Tsai, Lee, Tzeng, 

Hung, & Yen, 2004; Yeh & Li, 2004）。有關聲旁如何表音這個問題，多

數文獻採用規則性（regularity）或一致性（consistency）這兩種指標來

探討聲旁表音的有效性。俗諺說「有邊讀邊」，似乎已經提示了一般人

印象中聲旁對字音的可能貢獻，這也就是所謂的聲旁表音規則性，指的

是形聲字讀音是否與聲旁的讀音相同。例如，「楓」的讀音與其聲旁「風」

相同，因此被定義為規則字，而「讀」的讀音與其聲旁「賣」不同，因

此屬於不規則字。雖然過去有研究統計中文形聲字中「有邊讀邊」可以

正確反應其讀音的規則字只佔 39%（Shu, 2003），似乎意味著採用聲

旁的訊息來猜測讀音並不是個有效的方式。然而過去的研究反覆的證實

中文唸字的規則性效果（regularity effect），也就是唸規則字的速度比

唸不規則字來得快，正確率也較高。這個效果主要出現在唸低頻字的情

況下，顯示唸中文字並不是單純的一字一音的對應關連，聲旁的讀音訊

息還是會被使用（Hue, 1992; Lee, Tsai, Su, Tzeng, & Hung, 2005; 

Seidenberg, 1985）。 

此外，雖然「讀」這類不規則字的聲旁與整字的發音不同，但其聲

旁也不盡然對提示整字讀音沒有貢獻。例如「讀」、「犢」、「瀆」、

「牘」、「櫝」這幾個聲旁是「賣」的字都唸成「ㄉㄨˊ」。顯示雖然

「有邊讀邊」並不是個有效的發音策略，但具有此聲旁的形聲字所對應

的語音訊息又似乎相當一致。這種聲旁的表音線索稱之為表音一致性

（phonetic consistency）。此定義基本上與拼音文字的研究中所定義的

形音統計對應一致性相同。例如在英文的研究中，形音對應的統計一致

性指的是當具有相同字根的詞所對應的韻尾發音也都相同時（例如，

“-ean” in bean, lean, dean），這些字被稱之為一致字（consistent words）。

反之，若一群字具有相同字根，卻可對應到不同的發音時，這些字則被

稱為不一致字（inconsistent words）。在唸名研究中發現唸一致字比唸

不一致字的速度來得快或較為正確，稱之為一致性效果（consistency 

effect）（Seidenberg & Waters, 1985; Seidenberg, Waters, Barnes, & 

Tanenhaus, 1984; Taraban & McClelland, 1987）。在中文的研究中，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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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的表音一致性指的是一群具有相同聲旁的鄰項字（ phonetic 

neighbors），是否具有一樣的讀音（圖一）。例如「搖」、「遙」、「瑤」、

「謠」……等字，具有相同的聲旁且發音皆為「yao2」，因此被定義為

一致字（consistent characters）。相反的，例如「硫」、「琉」、「流」、

「梳」、「疏」、「毓」等字具有相同的聲旁，但卻可對應到不同的發

音，則被定義為不一致字（inconsistent characters）。聲旁表音一致性的

定義，除了在概念的層次上可與其他文字系統相通之外，相較於表音規

則性的另一項優點是，許多聲旁在現代漢語中已經不再能單獨成字（例

如「搖」的聲旁），因此沒有自己的字音。這類的形聲字，雖然無法藉

由前述「有邊讀邊」的規則性來規範其表音有效程度，但仍可利用統計

對應一致性的概念來描述其表音有效性（Lee, Huang, Kuo, Tsai, & Tzeng, 

2010）。因此表音統計一致性可適用的中文字比表音一致性的來得更多。 

許多研究已經發現，中文形聲字的唸名表現，也有類似拼音文字研

究中的一致性效果。亦即，音旁表音不一致的形聲字的唸名速度比音旁

表音一致的字來得慢，正確率也比較低（Fang, Horng, & Tzeng, 1986; Lee 

et al., 2004; Lee, Tsai, Huang, Hung, Tzeng, 2006; Lee, Tsai, Su, Tzeng, & 

Hung, 2005）。Lee 等人（2005）操弄中文字的頻率、一致性與規則性，

進行唸名作業，實驗結果發現，在唸低頻字時，有一致性與規則性的交

互作用存在。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規則字、不規則字及聲旁非字等三種

刺激字類型下皆有一致性效果。從實驗結果可知閱讀中文不僅只是依賴

「有邊讀邊」的策略，不管聲旁是否能單獨成字，中文字型與字音之間

的統計對應的一致性都影響了唸字的表現，顯示聲旁與整字發音之間的

統計對應一致性，似乎更具有關鍵性的角色（Lee et al., 2005）。整體

而言，這些研究成果顯示，漢字雖然並不屬於拼音文字，但文字辨識的

歷程並非單純靠一字一音的直接對應，而是涉及解離文字部件，並由部

件中抽取語音訊息的統計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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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致與不一致形聲字之範例 

中文形音轉換的神經生理證據 

除了傳統的行為研究證據之外，近來也有越來越多神經生理的證

據，說明中文形音轉換所涉及的神經機制以及認知歷程的時序關係。例

如 Lee 等人利用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證實唸聲旁表音不一致的字在左大腦下額葉、下頂葉，

以及枕葉與顳葉交界處等區域的活化程度較一致字來得高，顯示神經機

制在處理這類的文字時，需要動用比較多的活動量（Lee et al., 2010, 

2004）。最重要的是，這些反應中文形音轉換所涉及的大腦活化區域，

與拼音文字的相關研究相當接近（Fiez, Balota, Raichle, & Petersen, 1999; 

Mechelli, Gorno-Tempini, & Price, 2003; Paulesu et al., 2000; Pugh et al., 

2001; Siok et al., 2004），顯示不同語言使用了類似的神經機制在處理形

音對應的問題。 

另一個值得探索的問題是，中文聲旁介入唸字歷程是在部件處理的

階段就涉及語音提取的計算，或是發生在字彙觸接之後。部分研究者認

為中文唸字的規則性與一致性效果都源自於整字層次的干擾或競爭，而

非對聲旁部件的表音計算。就規則性效果而言，該效果可能源自於在聲

旁單獨成字的情況下，也可觸接其語音與字義，因此若聲旁的發音與其

形聲字的發音不相同時，則會在整字層次的激發上產生干擾效果（Liu, 

Chen, & Sue, 2003）。Zhou & Marslen-Wilson（1999）發現不管是規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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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不規則字的聲旁，都可以有語意促發的效果，支持可單獨成字聲旁的

部件處理與整字的觸接歷程相同，因此可支持上述對規則性效果的解

釋。然而眼動的研究發現，即使是呈現在周邊視野的情況下，也可發現

聲旁表音一致性的助益效果（Tsai, Lee, Tzeng, Hung, & Yen, 2004）。

Lee 等人研究利用大腦事件誘發電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ERPs），

用以反映語意促發的 N400指標進一步檢驗聲旁是否涉及語意促發的問

題。結果除了支持可單獨成字聲旁的語意在極短的時間可被激發之外，

更進一步發現規則字的聲旁語意激發被保留的時間較與不規則字中的

聲旁語意激發來得長。這顯示聲旁可在單獨呈字的情況下，雖然可經歷

類似整字語意觸接的歷程，但其語意保留的時間仍受到該聲旁表音好壞

的影響（Lee, Tsai, Huang et al., 2006）。這些證據支持聲旁表音能力的

計算，未必發生在詞彙觸接之後的競爭，也可能發生在更早期的階段。 

另外，不論聲旁規不規則或成不成字，唸名表現上皆可發現一致性

效果，聲旁表音一致字的唸名表現比不一致字來得好。Liu 等人認為此

效果同樣可由整字層次的競爭來解釋（Liu et al., 2003）。也就是在看到

某個形聲字時，也會同時激發具有同聲旁之鄰項字。例如，看到「搖」

也會激發「遙」、「瑤」、「謠」等字。若發音一致則有助於其唸名，

反之若發音不一致則造成干擾或競爭，因此產生表音一致性效果。然而

近期的電生理的研究則發現有三個在時序上以及認知功能上不同的

ERP 成分，N170，P200 與 N400，分別與中文唸字歷程中形音轉換的一

致性效果有關（Hsu, Tsai, Lee, & Tzeng, 2009; Lee, Tsai, Chiu, Tzeng, 

Hung, 2006; Lee, Tsai, Chan, Hsu, Hung, & Tzeng, 2007）。當讀者看到表

音不一致字出現後的 170 毫秒左右，在大腦左右兩側枕葉位置上的電極

會引發較一致字更大的負波，稱之為 N170；並在 200 毫秒左右於前額

葉的電極上發現較大的正向波，稱之為 P200。在電生理研究的文獻中，

N170 被認定與早期的字形特徵分析有關，P200 也被認定與次字彙

（sublexical）層次的字形與字音活化程度有關（Barber, Vergara, & 

Carreiras, 2004; Bentin, Mouchetant-Rostaing, Giard, Echallier, & Pernier, 

1999; Carreiras, Vergara, & Barber, 2005; Maurer, Brandeis, & McCandliss, 

2005）。此系列研究結果顯示，聲旁表音一致性在早期的知覺階段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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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不一致字所引發的較大的電生理反應，與 Lee 等人一系列 fMRI

的研究發現視覺處理的區域也有一致性效果相吻合（Lee et al., 2004, 

2010）。此外，在表徵語意與字音競爭的 N400 成分上，此研究卻發現

一致字比不一致字引發較大的 N400 振幅，表示一致字在整字層次的競

爭比較大。由於此研究嚴格的控制了表音一致與不一致兩組之聲旁鄰項

字的組字數（combinability，例如圖一中的「搖」與「流」同樣都有六

個同聲旁的鄰項字，組字數皆為 6），此 N400 上的發現可解釋為，在

較早期的階段，聲旁的表音運算已經排除了不可能的發音選項。因此在

可能的發音中，一致字「搖」的同音字有六個，反而比不一致字「流」

的同音字數來得多。因此，唸一致字反而在整字層次上引發較大的競

爭，因而引發較大的 N400 振幅。根據 Liu 等人的說法，假如一致性效

果是由於鄰項字在整字層次之語音競爭，那麼結果應該正好相反，不一

致字應該引發較大的 N400 振幅，因此在腦波上的發現正可反駁此說

法。整體的證據說明了唸字之形音轉換歷程從最早期的知覺特徵辨識，

到語音與語意競爭皆有涉入，而聲旁所涉及的語音計算可能在次字彙的

層次已經發生。 

形音統計對應關係的習得 

另一個值得思索的問題是，在閱讀習得的過程中，孩童如何獲得音

旁表音的知識。一個可能性是透過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ning）的機 

制。許多研究支持嬰幼兒可以從語言經驗中掌握語言素材中的統計對應

特性，例如重音的位置，組音的統計機率（phonotactic probability）等

（Aslin, Saffran, & Newport, 1998;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5; Saffran, 

Aslin, & Newport, 1996; Saffran, Johnson, Aslin, & Newport, 1999; Weber, 

Hahne, Friedrich, & Friederici, 2004）。學習文字與語音表徵的對應亦是

如此。對於學習表音透明度極高的文字系統，或許可以直接教導形素音

素的對應規則。但對於表音透明度不高的語言，例如英文，或是中文，

孩童一開始也許是以接近一字一音的方式在學習。但隨著字彙量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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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便可逐漸歸納出許多字形上相似的鄰項字也經常對應到相似的發

音，因而逐步產生由大而小不同層次的聲韻覺知。也就是說，當所經驗

的字形鄰項越多時，也更容易覺知到文字中的組成單位（例如，字根、

字母或中文的部件），以及其所對應的表音特性，進而影響對語音內在

結構表徵的覺知（Grainger, Muneaux, Farioli, & Ziegler, 2005; Muneaux, 

Ziegler, Truc, Thomson, & Goswami, 2004; Ziegler & Muneaux, 2007）。 

根據統計學習理論，隨著字彙量的增加，中文讀者可以逐漸掌握或

發展出聲旁覺識（phonetic awareness）的後設語言知識，也就是中文部

件如何表徵語音訊息（例如，聲旁通常在右邊，有發音規則性或一致性

的線索）。Hsu 等人（2009）以成人讀者為對象之 ERPs 研究，以操弄

形聲字表音一致性的高低以及組字數的大小來驗證統計學習的說法。根

據此理論，聲旁在重複出現在越多的鄰項字當中，並且有一致的發音

時，讀者越容易掌握其表音線索。而此研究結果除了再次證實在 N170, 

P200 以及 N400 等 ERP 成分上可發現穩定的一致性效果之外，並進一

步發現表音一致性與組字數之間的交互作用。也就是說，只有當同一聲

旁具有很多鄰項的情況下（組字數高），才能在這三個 ERPs 成分上觀

察到一致性效果。這個結果支持了統計學習的概念，次字彙層次的形音

對應原則，並不是在學習之初就可以掌握。而是在學會足夠多具有相同

聲旁的鄰項字的情況下，才越容易掌握該聲旁形音對應的原則。 

根據統計，左右結構的形聲字中，聲旁在右的大約佔了 90%（Hsiao 

& Shillcock, 2006; Lo & Hue, 2008）。Lo 等人（Lo, Hue, & Tsai, 2007）

測量二、四、六年級學童之識字量高低，並請他們唸假字，發現隨著識

字量的增加，孩童採取右部件來猜測假字讀音的比例也隨之增加。先前

的研究也發現，儘管在教學上沒有明顯的強調，孩子們仍在不同的發展

階段上可以逐步建立聲旁表音的知識（Lo et al., 2007）。例如 Tzeng 等

人要求國小三、六年級不同語文能力的學童就不同類型的假字唸名。這

些假字的聲旁有取自一致且規則的字（regular only，具有此聲旁的真字

都是規則字）、一致且不規則的字（irregular only，具有此聲旁的真字

都是發音相同的不規則字），或是混合組（具有此聲旁的真字發音有些

規則，有些不規則）。如果學童採取「有邊唸邊」的原則來唸假字，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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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實驗中的三種情境的唸名反應應無差異。但若學童表音具有一致性

的知識，那麼在一致且規則組中應有較多傾向唸出聲旁本身發音的規則

化反應，在一致且不規則組則會做出較多的不規則反應。結果發現不論

是三年級或者是六年級的小學生，對於一致且規則組都會做出較多的規

則性反應，而在一致且不規則組則產生較多不規則的反應。這表示三年

級和六年級的小學生在唸假字時，並不完全受到有邊讀邊的規則性影

響，而是主要受到具有相同聲旁之鄰項字發音一致性的左右（Tzeng, Lin, 

Hung, & Lee, 1995）。Shu 等人分別以國小四年級、六年級、國中二年

級跟大學生為受試者，同時操弄語文能力高低與聲旁表音的類型，要求

學童對真字進行同音判斷作業（homophone judgment task）。實驗結果

發現，大約在二年級時已經可以掌握聲旁的規則性，但有關一致性的部

分，則發展得較晚，大約是四年級的學童才開始察覺，並隨著年級的增

加，一致性效果逐漸增強，持續到大學階段（Shu, Anderson, & Wu, 

2000）。 

由於先前的研究已證實了聲旁是否可單獨成字、表音規則性與一致

性對唸名表現各有其貢獻，Lee & Tzeng（2008）進一步區分三類不同

形聲字（規則、不規則，以及聲旁單獨不成字），並操弄其字頻高低與

表音一致性高低，觀察四到六年級的學童的唸名表現。結果發現這三個

年級的孩子都已經可掌握表音規則性，但對於表音一致性的掌握，在這

三類形聲字上面又有不同的發展順序。一致性效果最早可以在四年級的

孩子唸規則字時觀察到，但對不規則與聲旁單獨不成字這兩類形聲字，

則尚未發生。五年級的孩子對規則與不規則字都展現一致性的效果。而

對於「搖」這類聲旁單獨不成字的形聲字，得等到六年級才有穩定的一

致性效果發生。這顯示聲旁是否能單獨成字，有助於聲旁的解離，因此

成為影響聲旁覺識的重要因素。英文方面的研究發現孩童在一年級結束

到二年級之間可以掌握字根與韻的形音對應一致性（Coltheart & Leahy, 

1992; Waters, Seidenberg, & Bruck, 1984; Weekes, Castles, & Davies, 

2006）。相較之下，中文的形音對應一致性似乎發展得更晚一些。整體

而言，這些研究證據都支持了孩童學習中文字的發音並不完全是透過一

字一音的配對關連。一字一音的策略也許發生在識字的早期階段，但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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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字彙量的增加，逐步掌握文字的結構，並在不同的發展時序上逐步習

得並應用了聲旁表音規則性與一致性的統計對應關係。 

對教育與臨床的應用 

漢字的同音字多，聲旁表音性不佳。由上述研究可知，即使在沒有

直接條列或教導孩子聲旁如何表音的情況下，隨著字彙量的增加，一般

的孩童還是可以透過統計對應學習，逐步發展出對聲旁表音的後設認

知。根據 PGST 的理論，掌握該語言最有效的形音對應原則，是可以快

速習得文字的關鍵（Goswami et al., 2005）。中文的部件，不僅有聲旁

表音，更有意旁可提示其語意概念類別的作用（Chen & Weekes, 2004; 

Feldman & Siok, 1997, 1999）。研究也發現，意旁的組字數高低，也會

影響到對聲旁線索的倚賴程度（Hsiao, Shillcock, & Lavidor, 2006; Hsu, 

Tsai, Lee, Hung, & Tzeng, 2007）。雖然一般的孩子可以透過對語言素材

反覆接觸的經驗，自然的發展出這些知識，但對於閱讀發展有困難的孩

子，是否可以給他們設計特殊的教材或策略，則是重要的課題。過去也

有不少研究提倡集中識字教學，但成效評估不一（林素貞，1997；洪儷 

瑜、黃冠穎，2006；張新仁、韓孟蓉，2004；黃雅萍，2008）。歸納這些

研究成果，發現集中識字未必有效提升識字量的研究，大多是由於所採

用的部件，未必是心理表徵中的功能部件單位。又或是集中教學的形聲

字，雖然具有相同的聲旁，但未必有相同或類似的發音對應，例如學習

「官」、「客」、「容」、「宮」四個相似字，可能只得到在視覺上共

有「宀」的部件，但卻無法從中歸納出該部件可能提示的語音或字義訊

息。也就是說根據統計對應學習理論，集中部件的意義，除了協助在知

覺上容易解離該部件之外，也需要能有助於該部件與字音或字義上面形

成系統性的連結，對於整字辨識才能有長效的助益。謝錫金（2002）提

出的高效能識字法，例如以「天氣晴，河水清，晚上真安靜，小青請小

靖，張開大眼睛；靜靜看星星」的課文，應可有助於孩童掌握以「青」

字帶出對應的形聲字與發音的關係。而多數的中文詞為雙字的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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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年來也有越來越多的研究指出，不管是對部件或是對單字的詞素覺知

（morphological awareness），在中文閱讀發展上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Chung & Ho, 2009; McBride-Chang et al., 2005; McBride-Chang, Lam, 

Lam, Doo,Wong, & Chow, 2008）。目前也有些研究開始著手探討詞素

的習得以及詞素在文字辨識歷程中的功能單位（Huang, 2009; Huang, 

Lee, Tsai, Lee, Hung, & Tzeng, 2006; Tsai, 2006）。未來的研究應整合計

算語言學的分析，瞭解語言素材從部件、單字，到複合詞中形音義之間

的統計對應特性，佐以實徵研究驗證，這對於發展教學策略、電腦輔助

教學系統，或補救課程的設計上才能有更實質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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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Basis for Learning to Read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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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cquire reading skills, children need to learn a set of orthographic codes 
used in their writing system for representing the units of spoken language. 
Mastery of this mapping principle and decoding skill allows children to access 
thousands of words that are already present in their spoken lexicon. Based on 
the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 theory, reading acquisition in different 
languages, which vary in the consistency of mapping between orthography 
and phonology, can involve different psycholinguistic grain sizes (Ziegler & 
Goswami, 2005). This chapter reviews a series of studies to show how Chinese 
readers capture the mapping consistency between character and sound. 
Reading inconsistent/irregular phonograms involved longer naming time and 
greater activation in the brain than reading consistent/regular phonograms. 
The neural correlates responsible for the Chinese orthography-to-phonology 
transformation are very similar to what have been suggested for reading 
alphabetic writing system. Meanwhile, the ERP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the 
consistency effect in reading Chinese involved the early sublexical 
phonological computation and later lexical semantic competition.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reading phonograms with large orthographic 
neighborhood (phonetic combinability). Taken together, those evidences 
support the interplay between orthographic density and the mapping 
consistency from orthography to phonology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lexical 
processing and support the statistical learning mechanism of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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